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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属性界定:
反思与新探

丁忠毅

摘要:对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是什么问题的回答，既是对其政策属性的界定，直

接影响其政策效能认知与优化路径选择;也是理论研究的元问题。已有成果在经济学、政治

学、公共管理等学科视野下，将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界定为区域援助、财政转移支付、

政治馈赠、府际合作政策，为界定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属性提供了重要视角和理论

借鉴，但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和理论创新的空间。从国家治理全局看，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

区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目标诉求在于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全面整合。中央高位推动下的

省际跨域协作治理，是这一整合政策运行的基本特征。因而，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可

视为一项省际跨域协作治理型、支援方与受援方双向互动互构式的国家整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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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对拥有超大规模政治地理空间的国家而言，对国家辖治的地理空间进行合理界分，是分解国家治

理负荷、提升治理有效性的必然要求。① 在中国国家空间治理格局中，边疆民族地区在拱卫国家核心

区域、辐射周边国家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②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质效，直接关乎国家领土主

权完整和国家治理质效。然而，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基础薄弱、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周边国际形势

复杂，一度“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短板”。③ 针对边疆民族地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其面临的

发展困境，1979年 4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指出:边疆民族地

区“底子太薄，人力、物力、财力都十分缺乏，没有国家的大力帮助，单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力量，要

有一个大发展，是办不到的”，“国家需要采取有远见的政策和特殊的照顾办法，给予大力支援。”④ 国

家在增拨专款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同时，还要组织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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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乌兰夫的报告，标志着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正式提出。40多年来，对口支援边疆民族

地区政策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对口支援政策已扩散到重大工程兴建、重大自然灾害恢复重建、边

疆民族地区治理、东西部扶贫协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协调发展、重大公共危机应对等国

家治理的诸多领域，① 成为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制度安排和实践。②

虽然对口支援政策被广泛应用于国家治理的诸多领域，并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政策工具

和实现途径，但客观而言，无论是一些政策参与者，还是一些研究者都开始对其运行效能、应用范围和

政策前景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认知，甚至争论。有观点认为，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输血型经济”和

“嵌入式现代化”，③ 可能导致严重的“援助依赖”。④ 还有观点认为，对口支援是“中央请客地方买

单”和“中央‘侵蚀’地方财力的现象”，地方政府由此陷入了“被对口支援”的困局，⑤ 给支援方政府

带来较大负担，不可频繁使用。⑥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对口支援有力推动了受援方的经济社会发

展，应逐步制度化、⑦ 法治化。⑧ 从实践层面来看，对口支援系列政策在运行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需

要加以克服的问题，不同研究者和政策参与者因此而产生不同的政策认知与评价实属正常。但对这

一政策的运行效能、应用范围和政策前景产生上述分歧和争议的重要症结在于，一些研究未能从国家

治理全局的高度，客观认知和界定其政策属性。

对口支援系列政策的政策属性，亦即“对口支援是什么”的问题，是对口支援系列政策研究中诸多

需要回答的“元问题”中最为基础的问题之一。客观精准地把握对口支援政策的目标诉求，科学界定

其政策属性，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其政策运行效能、研判其政策前景、探索其优化路径的前提与基础。

在对口支援系列政策研究成果中，一些研究者开始专题讨论“对口支援是什么”这一问题，并产生了一

些富有创新性的成果，但一些观点仍有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同时，对口支援系列政策的政

策属性虽有共同之处，但不同领域对口支援政策的目标诉求有其侧重点，其政策属性必然存在一定差

异，因而不宜笼统地界定对口支援政策的政策属性。本文拟全面梳理有关对口支援系列政策属性界

定的相关成果，聚焦现有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实践，借鉴和反思已有成果，并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

学学科视野下，从国家整合角度，继续探讨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属性的界定问题，并揭示蕴含

其中的国家治理逻辑和国家治理特色。

二、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属性界定的学科进路与代表性观点

在对口支援系列政策中，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因为实施时间最早、

运行时间最长而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长期以来，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民族学、法学等

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围绕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对口支援边疆民族政策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研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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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大量理论研究成果。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聚焦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政策，对其政策属性进行了兼具

学科特色和创新性的界定，为科学界定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属性界定提供了多元的学科视野，

以及富有启发性和借鉴意义的理论观点。

( 一) 经济学视野下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属性界定的核心观点

从学术史角度看，经济学是较早关注对口支援系列政策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学科。发展经济

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对对口支援系列政策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一些研究者

在研究对口支援政策运行绩效、存在突出问题与完善方向等重大问题的同时，对其政策属性也进行了

独具学科特色的界定，代表性观点如下。

第一，区域援助政策论。对具有较大政治地理空间规模的国家而言，受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发展

基础、国家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其不同国土空间发展水平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当这种差异和分化

过大时，社会动荡、国家分裂等潜在政治社会风险便急剧加大。为有效防控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上述风

险，一国的中央政府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便需制定和实施一定的区域政策，以促进其国土空间的

协调发展、优化空间结构、增进空间正义和强化国家整合。如美国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先后实施了

田纳西河流域开发和阿巴拉契亚地区改造计划，① 日本先后进行了五次全国综合性开发。② 区域援

助政策作为国家区域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干预区域发展失衡的重要政策选项。众所周

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幅员辽阔，但受发展基础薄弱、地理位置偏远、资源禀赋不足和国家发展战略选

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边疆民族地区成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空间。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

济学的研究者，从促进国家不同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将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视为一项党和国

家主导下的区域援助政策。代表性学者为靳薇、③ 杨明洪等。如杨明洪指出:对口援藏是特殊的发展

援助政策。④ 潘久艳则将对口援藏界定为一项“区域发展战略”。⑤ 任德维等也将对口支援政策视

为一项区域援助政策。⑥

第二，财政转移支付论。以财政学为主要视角的研究者，将包括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在内的对

口支援系列政策视为一项中国特色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核心观点是:对口支援边疆民族
地区政策体现了财政收入分配职能。⑦ 其蕴含的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横向财政转移支

付。一些研究者指出，对口支援主要表现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人、财、物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其

实质是发达地区将部分财力无偿地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具有“横向财政平衡的典型特征”，⑧ 是一项

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和行为。⑨ 二是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在对口支援

边疆民族地区政策运行过程中，中央国家机关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支持，“属于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的范

畴”。⑧ 基于财政转移支付论，研究者们还探讨了对口支援系列政策的改革方向。一种观点认为，对
口支援有效缓解了受援方的财政支出压力，对受援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口支援应

·87·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1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潘久艳:《全国援藏的经济学分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44页。
毛汉英:《日本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的基本思路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世界地理研究》2000年第 1期。
靳薇:《西藏援助与发展》，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
杨明洪:《对口援藏有效性的理论认识与实现路径研究》，《中国藏学》2014年第 3期。
潘久艳:《全国援藏的经济学分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12页。
任德维:《中国区域治理研究报告( 2017) : 对口支援政策》，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 1页。
王玮:《“对口支援”不宜制度化为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地方财政研究》2017年第 8期。
王玮:《中国能引入横向财政平衡机制吗? ———兼论“对口支援”的改革》，《财贸研究》2010年第 2期。
伍文中:《从对口支援到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文献综述及未来研究趋势》，《财经论丛》2012年第 1期。



从应急性政策向“制度化、规范化的经常性财政合作行为”演进。①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口支援系

列政策应定位于“临时的应急措施”，且“不宜继续扩大规模和实施范围”，由于我国目前不具备建构
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对口支援系列政策应纳入政府间纵向财政转移支付

体系。②

此外，还有研究者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将对口支援政策视为一种扶贫协作举措、政府投资形式和政

府间、地区间合作模式，认为对口支援系列政策有效缓解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突出了支援方对受
援方在人才、技术、管理等非资金方面的支持。③

( 二) 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视野下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属性界定的代表性观点

近年来，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研究对对口支援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和治理实践
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在界定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属性的过程中，产生政治馈赠论、府际

关系与府际合作论等代表性观点。

第一，政治馈赠论。在界定对口支援系列政策的性质时，有研究者从资源流动角度将对口支援的
政策属性界定为“政治性馈赠”。④ 一般而言，馈赠是基于亲缘、业缘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一种资源

配置方式。⑤ 一些研究者借用“馈赠”概念，认为在对口支援政策运行中，援受双方之间自愿而非自
主地发生了横向性、“馈赠式”的资源流动，并“形成了长时间的、稳定的政府间交往关系”。⑥ 关于馈

赠关系结构，已有研究成果指出，对口支援中的受援方没有回馈义务，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作为支援
政策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可利用其在资源配置中的权力与权威对支援方政府予以回报和激励，并以此
寻求受援方政府和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因而是一种“第三方互惠”关系。⑦ 还有研究者指出，对口支

援在早期是一种“政治馈赠”，而随着大量产业合作现象的涌现，逐渐由最初的“政治馈赠”转变成双
向的“礼物交换”，因而“是一种府际馈赠和礼物交换现象”。⑧

第二，府际关系与府际合作论。府际关系主要是指一国政府各层级、各区域、各部门间的法定关
系和实践互动关系。府际关系问题是政治学、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国内学者主要侧
重于纵向府际关系问题研究，而对横向府际关系的研究不足。从研究重点来看，纵向府际关系又主要

侧重于央地关系研究，⑨ 横向府际关系则侧重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关系研究。近年来，随着跨域治理
和京津冀协同治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区域合作实践的兴起，横向府际

关系研究逐渐将其重点由横向府际竞争向府际合作转变。随着府际关系领域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对口
支援系列政策的广泛应用，一些研究者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实践中的府际关系进行考察，从而
为界定对口支援政策的性质提供了新的视角。林尚立观察到，支援方和受援方都会在对口支援过程

中形成各自的“跨行政区域的府际网络”。瑏瑠 朱光磊等研究者指出，“对口支援是一个具有明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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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的府际关系现象”，是“一种多方参与且互利的政府合作形式”。基于对口支援的府际关系，首先

表现为横向府际关系，但中央政府对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巨大控制力将其逐渐扭曲为纵向政府间关

系。提升对口支援政策的运行效能，有必要明确其“横向府际关系定位”，并培育支援方和受援方的
“府际伙伴关系”。① 郑毅认为，对口支援属于“支援型横向府际关系”，由于对口支援的主要形式是

援助资源的直接转移，因而属于一种低位阶的府际合作。② 季菲菲等人认为，对口支援是“纵向府际

关系主导下的横向府际合作”，在长期的政策运行过程中，支援方和受援方“可逐渐形成互利互惠的横

向府际关系”。③ 郑春勇将基于对口支援实践而建构的府际关系网络称为“任务型府际关系网

络”。④ 李瑞昌则称之为“远亲合作型政府间关系”。⑤ 总体而言，在府际关系视角下，对口支援边疆
民族地区的政策性质界定为中央政府发起和主导的支援方和受援方之间的跨域府际协作治理体系及

其实践。⑥ 其要点有二:首先，对口支援实践中的府际关系网络的形成主要基于上级政府所下达的政

治任务，这些府际关系网络既包括基于政府权力位阶自上而下形成的纵向府际关系网络，又涵盖地方

政府之间的横向府际关系网络;其次，对口支援是政府间跨域合作治理实践，这一治理实践植根于中

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环境，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除经济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对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属性界定问题

进行系统研究外，民族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如有研究者在对宏观民族政
策和微观民族政策的异同进行阐释的基础上认为，对口援藏涵盖诸多领域，地域范围实现了对西藏自治

区的全覆盖，政策功能已经具有宏观民族政策的特点，因而将其政策属性界定为宏观民族政策。⑦

三、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属性界定的代表性观点反思

已有成果在不同学科视野下对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属性的界定，为更好认知对口支援边
疆民族地区是何种性质的政策这一基础性问题，提供了多维视角和多元答案，每一种代表性观点都有

其合理性，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属性。但一些代表性观点更多站在

国家治理的具体领域而未能站在国家治理全局的高度来审视其政策属性问题。一些代表性观点更多
描述了其政策特征，未能把握其核心的政策目标诉求，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区域政策或区域援助政策视角对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属性的界定，抓住了对口支援边

疆民族地区政策中的“援助”和“区域”两大关键主题，并侧重于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对口支援边疆民

族地区政策的功能，为更加精准地界定其政策属性提供了重要视角。但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绝非

简单的经济援助，而是一项具有综合战略意义的国家战略选择。同时，已有研究成果在分析对口支援

系列政策与其他经济援助方式的共同之处方面着墨较多，但在揭示对口支援与其他援助方式的差异

·08·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1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朱光磊、张传彬:《系统性完善与培育府际伙伴关系———关于“对口支援”制度的初步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1年第 2期。
郑毅:《法制背景下的对口援疆———以府际关系为视角》，《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 5期。
季菲菲、陈江龙、袁丰，等:《府际关系视角下的跨区域经济合作———以江苏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直
地区为例》，《干旱区地理》2012年第 3期。
郑春勇:《论对口支援任务型府际关系网络及其治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 2期。
李瑞昌:《中国特点的对口支援制度研究———政府间网络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 79页。
Kirk Emerson，Tina Nabatchi，Stephen Balogh，“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Ｒesearch and Theory，Vol． 22，No． 1，2012，pp． 1－30．
吴开松、侯尤峰:《对口援藏政策属性与评价原则》，《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 2期。



性方面还存在亟待拓展的空间。

从财政学视角研究对口支援系列政策的成果，看到了对口支援政策运行过程中财政资源在政府

间重新配置的重要事实。从财政转移支付角度界定对口支援系列政策的属性，无疑把握了对口支援

政策运行过程中财政资源配置这一关键问题，但对口支援系列政策绝非仅是财政资源再配置问题，而

是涵盖了干部人才支援、技术支援等多项内容。尽管资金援助可以缓解受援地的财政压力，并在整个

对口支援中发挥重要作用，① 但干部人才、技术支援可能更有助于受援地内生发展能力的提升。因

此，将对口支援界定为一种财政平衡制度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其政策属性。

将对口支援界定为一种政治性馈赠在理论上具有新颖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对口支援中资

源流动的属性。但从“政治馈赠”角度界定对口支援的政策属性，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在对口支援

边疆民族地区政策运行过程中，仅就援受双方的互动过程来看，特定历史阶段支援方政府在某种程度

上的确扮演着利益输送者角色。但如果从国家发展的历史维度和国家治理的现实来看，我国边疆民

族地区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拱卫和支持着内地的发展，因而对口支援应被视为内地对边疆民族地区

的“补偿”与“反哺”，不能简单地认为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过程中支援方完全扮演着利益净输出的

角色。

首先，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应被视为对边疆民族地区广大民众长期守卫、建设边疆的反

哺。边疆民族地区的民众长期在相较于内地更为艰苦的环境中开发建设边疆、守卫边疆，为整个国家

的领土主权完整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这种付出和奉献对包括内地在内的整个国家而言，是一种

重要的无形利益，难以用物质衡量。在思考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运行中的利益输出和资源流

动问题时不宜只看到显性的、物质的利益，还需看到无形和潜在的利益。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不仅

是对边疆民族地区民众长期守卫、建设边疆的反哺，更是以此尽快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改善民众生产生活条件，从而充实边疆、巩固边防的现实选择。

其次，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内地对边疆民族地区为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的反哺。

审视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属性，需要在国家发展的总体视野中展开而不宜就对口支援谈对

口支援。在国家治理的宏观视野下，我国边疆地区和内地省市进行着长期而持续的互动，这种互动使

边缘—核心两大政治地理空间的优势得以互补，从而为国家的整体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边疆民族

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资源储备与供给基地、水源涵养基地和重要生态屏障，是“全国物质能量空间交换

的重要场所和地域”。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边疆民族地区以较低价格为内地

输送了大量资源，为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诚然，在对口支援过程中，支援方地方政府

的确向受援方输送了大量利益，将这些利益输送视为政治性馈赠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从国家

治理过程中边疆和内地的互动关系角度看，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更应该被视为内地对边疆地

区长期为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的反哺。在探讨对口支援中援受双方的互惠关系时，需要

把握“馈赠”的时序，而不宜简单将其中的互惠关系结构视为“第三方互惠”，即中央政府作为第三方

而不是礼物获赠者的受援方政府承担回赠礼物的义务。因为边疆民族地区对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贡

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一种政治性“馈赠”。

再次，支援方在执行中央关于对口支援的政治任务中也能获得一定收益。以对口支援方式加快

边疆地区开发，为相对发达的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产业转移、资本投资开辟了新的渠道和空间，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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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方和受援方之间具有不同的发展优势与劣势，二者之间“蕴含着广阔的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和“巨
大的潜在回报”。① 援受双方的利益关系正在从政策运行之初的单向度利益输送关系转变为合作共
赢的关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国家赋予了边疆地区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和政策
红利，支援方也可以通过创新支援方式和内容，② 分享相关红利，从而提升合作共赢水平和质量。如
果只强调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过程中支援方对受援方的单向度政治“馈赠”，而忽视边疆和内地长
期多元互动和优势互补，不仅不利于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可持续性推进，也可能诱致支援方
和受援方的二元对立，从而违背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初衷。

在府际关系和府际合作视角下，将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性质界定为中国特色的府际关
系实践或府际合作实践，较好地揭示了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权威供给来源、主要参与主体及
其互动关系，有其独特优势。

第一，更能揭示对口支援政策产生和演进的权威来源和权威结构。从国内外协作治理实践来看，

合理的权威结构，必要的权威供给，是协作治理实践得以持续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③ 大量协作治理
实践因缺乏必要的权威供给而难以持续运行或难以发挥协作治理优势。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协
作治理实践，对口支援系列政策得以持续有效运行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党和政府的高位推动和权威供
给。尽管对口支援政策在萌芽时期主要基于基层群众在城乡互助、工农互助中的实践创新，但这一实
践创新很快获得党和政府的高度认可，并将其发展为“互帮互助”的重要政策。自 1979 年全国边防工
作会议从国家层面实施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以来，对口支援系列政策都是由党和政府发起并
推动，党和政府是对口支援政策扩散和创新的主要行为主体。因而，从府际关系角度界定对口支援边
疆民族地区政策的性质，能够明晰地揭示对口支援政策持续运行的权威来源和权威结构。

第二，有利于揭示参与对口支援的主要行为体及其互动关系。从府际关系角度界定对口支援边
疆民族地区政策的性质，反映了各级政府在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运行中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

从对口支援系列政策的现实运作来看，受社会力量发育滞后和企业利益最大化逻辑的影响，各级政府
无疑扮演着政策发起者、资源供给者、主要任务承担者、利益协调者等诸多角色，在对口支援政策运行
过程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④ 尽管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高校、公立医院等企事业单位也被纳入对
口支援支援方的范畴，但其规模和力度远小于政府部门。且在中国当前制度环境下，大型国有企业、

高校、公立医院等企事业单位大都按照行政逻辑和模式运行，其用于对口支援的资源也主要是公共财
政资源。因而无论是高校、公立医院还是国有企业，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其纳入政府行为的范畴，

其与支援方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一种准府际关系。

虽然从府际关系和府际合作角度界定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具有独特优势，但也未能直观
地回答党和政府为什么要实施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实施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核心
目标诉求等重要问题，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创新空间。

此外，将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界定为宏观民族政策，虽然把握住了政策实施的空间范畴这
一关键要素，凸显了其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性，但也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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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强调其“族际主义”治理价值取向之嫌。① 而事实上，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兼具民族政策和区域

政策特征，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兴边、强边、固边的重要战略选择。

四、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是一项省际跨域协作治理型国家整合政策

占据一定疆域和管辖一定规模的人口是国家形成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条件。现代国

家更是通过主权机制在国际社会确立了其对特定政治地理空间和人口的排他性管辖权。但一国占据

的疆域和管辖的人口并不一定天然具有内聚于一国的倾向，疆域的分割、人口的分离始终是困扰国家

发展的重要隐忧。强化对国家不同区域和人口的整合，促进国土空间均衡发展，以及生活在不同国土

空间的民众共享国家发展成果，从而使国家辖治的地理空间和人口内聚于一国，是国家发展进程中必

须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

我国具有超大的疆域和人口规模。国家的疆域和人口构成，既具多元性，又具复杂性。国家治理

规模和治理负荷都具有超大性，② 国家治理和国家整合的难度远超诸多小国。③ 治国必治边。边疆

是国家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属性是边疆最本质的属性。④ 强化对边疆的整合，是国家治理的题

中应有之义，且在国家整合的多维面向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边疆地区连接国内和周

边国家两个政治地理空间，既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区，又是直接承载周边日趋激烈的大国地缘

政治博弈压力的国土空间。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高度重合是我国的重要国情，⑤ 相较于其他国土空

间，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基础更为薄弱，后发劣势明显，后发优势亟待发掘。因此，基于历史底色和现实

国情，构建实施具有中国特点的边疆民族地区整合体制机制，是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必须回答的重大

实践课题。

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国家整合边疆民族地区的面向和目标必然是多元的。在多维面向和目

标中，以下四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一是维护和增进国家发展的空间正义，促进不同国土空间的均衡

与协调发展，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 二是弥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过大差距，推动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促

进发展红利的共享;三是强化人民群众基本权利保护和民生改善，加强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

融，促进不同社会群体的和谐共生，维护社会基本秩序; 四是打造共享的精神文化家园，凝聚基本共

识，铸造核心价值，强化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国家有机整合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意义、整合目标的

多元性和整合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国家需要基于国家发展的全局和长远而设计和实施兼具战略性、

综合性、宏观性、持续性特征的边疆民族地区整合政策。

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无论从国家的政策定位与目标来看，还是从政策运行效能来看，都具

有鲜明的国家战略意志和显著的国家整合诉求与特征。

首先，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集中体现了国家整合边疆民族地区的战略意志和诉求。党和

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重要国家战略，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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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重要政策举措，并在西藏工作座谈会、新疆工作座谈会、对口支援西藏工作座谈会、对口支援西藏

工作 20周年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座谈会等全国性重要会议上进行专门动员和部

署，明确对口支援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总体要求，体现出鲜明的国家整合意志和目标诉求。如在 2001

年召开的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指出，“全国支援西藏，促进西藏加快

发展，是中央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着眼于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是形势的要

求，是大局的需要。”① 这一讲话，简要清晰地阐明了对口援藏战略决策的目标诉求。

其次，整合目标逐渐从促进经济发展一体化为主向全面整合转变。对口支援边疆民族政策经历

了早期的以项目援助为主向项目援助、干部援助、人才援助、科学技术援助等全面性援助的演进。援

助方式拓展，深刻反映出援助目标的拓展。与援助方式不断拓展与转型升级相伴的是，中央赋予对口

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任务，也逐渐从以促进受援地经济发展为主拓展到更加综合全面的任务。

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对口援藏，还是对口援疆，中央都强调必须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基础上，

坚持以凝聚人心为目的，从而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

一步强化“五个认同”。② 中央在总结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成就时，已经更加注重国家认同

等非经济性指标。如在 2014年召开的对口支援西藏工作 20周年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央将“促进了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排在对口支援西藏诸多成就的首位，深刻表明中央更加重视对口支援对边疆民族

地区的非经济性整合效应，尤其重视凝聚人心亦即“五个认同”的效果。而这正是国家整合的核心

问题。

再次，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在实践中显示出多维而显著的国家整合效应。对党和中央政

府而言，对口支援政策的有效实施，使边疆民族地区民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点关注和全面支

持，其权威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有效彰显。而党和中央政府

拥有必要的权威，以及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优越性的彰显，正是防止国家分裂、实现国家有效整

合的重要保障。对受援方而言，支援方并非简单地以给钱给物的传统援助方式，而是以人才援助、技

术援助、教育援助、互派干部等多种方式进行持续稳定的援助，从而既实现了受援地经济社会超常规

的快速发展，又提升了其经济发展的内生能力，更重要的是强化了与内地的良性互动和制度化的交

流，不断强化支援方和受援方的共同体意识，促进双方的“交互认同”，③ 由此强化了国家的整合。对

支援方而言，党和中央政府通过对口支援方式而不是简单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或横向财政转移支付

方式，将其与在地理空间上相隔遥远的受援方链接起来，使支援方和受援方之间原本松散的、背靠背

的府际关系，变为面对面的、亲密的、持续的支援关系，并逐渐走向合作互利关系，④ 甚至可以更好分

享国家赋予受援方的相关政策红利，从而为本省市经济社会转型提供新的成长机遇、发展空间和增长

极。这体现出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整合并非单向度的整合，而是通过强化内地发达省市与边疆民

族地区的制度化互动和优势互补，逐渐形成双向互动互构式整合的体制机制和格局，从而全面提升国

家一体化发展水平，鲜明地体现出国家治理和国家整合的中国逻辑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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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最核心的要旨在于促进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整合。正是在这一意

义上，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应视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整合政策。但同国家对边疆民族

地区的其他整合政策相比，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又具有显著特点，并集中体现为党和中央政府

高位推动下的省际跨区域协作治理实践。首先，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由党和中央政府高位推

动。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并非支援方政府和受援方政府自发实施的，而是基于党和中央政府

分配的“政治任务”，其结对关系也主要由中央政府综合支援方和受援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而

统筹确定。中央政府负责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实施的动员、宏观政策供给、组织协调和监督考

核。党和中央政府的高位推动所提供的权威供给，既为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持续运行提供了

强大动力，又为协调政策运行过程中的府际利益冲突和矛盾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其次，支援方和受

援方基于结对关系围绕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中的突出难题而形成了长期的协作治理关系。在对口支援

系列政策中，省际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运行时间最为持久。在对口支援政策运行的早期，支

援方和受援方之间的协作治理主要以政府之间的协作为主，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不足。随着对口支

援政策的演进，支援方政府开始动员部分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到对口支援工

作之中。对口支援逐渐形成以跨域府际协作为主体的跨域协作治理格局。

基于以上分析，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将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性质界定为省际跨域协

作治理型国家整合政策。这一界定既能揭示其蕴含的国家整合这一根本政策属性，又集中概括了其

最突出的政策特征，避免了将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仅仅视为一项民族政策，过度凸显其“族际

主义”治理价值取向，有助于更加实事求是地评价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运行效能，审视其政

策前景，探索其优化方向。

在国家整合视野下，评价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效能，既需关注对口支援对受援地经济社

会发展的贡献、援助效率，又不宜简单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仅从经济发展维度审视对口支援

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运行效能。长期以来，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不仅助推受援地经济持续快

速增长，而且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深层互动，使各民族在持续、高频

率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强化了“五个认同”，从而稳固了国家边疆，促进了国家一体化发展。对口支援边

疆民族地区政策作为一种柔性的国家整合方式，其所具有的国家整合效应远非单纯的经济援助、纵向

或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所能企及。由此观之，理论界关于推动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向制

度化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转化或纳入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等建议的局限性，也就凸显出来了。

从国家治理与发展的空间结构—功能来看，边疆民族地区既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空间，又

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前沿;既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增长极，又潜藏着诸多矛盾和风险。在

中华民族日益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与发展，日益影响国家发展目标的实

现。强化边疆治理和边疆整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由此也决定了对口支

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边疆治理政策和国家整合政策，仍将在较长的时期内持续运行。

事实上，党和中央政府也在多个场合明确指出，对口援藏、对口援疆“必须长期坚持”。一些研究者关

于对口支援政策应限于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不宜继续扩大规模和实施范围等建议，并未成为国家的政

策选项。相反，对口支援政策正被广泛运用于精准扶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大公共危机应急处

置等国家治理的诸多领域，成为克服超大国家规模与治理负荷所带来的治理困境的有效治理工具与

策略，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的治理功能，显示出显著的治理效能与治

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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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包括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对口支援系列政策，仍然面临一些亟待优化完善的体制

机制，仍然需要着力解决一些制约其政策效能的突出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进程中，强化边疆治理，补齐边疆治理短板，内在地要求持续优化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根据

本文对其进行的政策属性界定，优化的基本方向可围绕省际跨域协作治理这一核心的政策特征和国

家整合与一体化发展而展开。如何构建更加和谐的府际利益关系，如何构建更加顺畅的运行机制，如

何对不同参与者进行选择性激励，如何吸引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到对口支援工作之中，如何在

提升受援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综合效能，进一步强化受

援地民众的“五个认同”，从而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发展水平，提升国家发展进程中

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可能是持续优化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不断提升其政策效能的重

要方向，也是理论研究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

On the Policy Attributes of the Pairing－up Aid to Frontier
Ethnic Ｒegions: Ｒeflection and New Probe

DING Zhongyi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the policy attributes of pairing－up aid to frontier ethnic regions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its policy effectiveness cognition and optimization path selection，but also is a meta－problem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management and other

disciplines，the policy of pairing － up aid to frontier ethnic regions is defined as regional assistance，

inter－governmental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political gift and inter － 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policy，

which has provided important perspectives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defining the attributes of pairing－up

aid to frontier ethnic regions． However，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to be discussed and space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and goal of the policy

of pairing－up aid to frontier ethnic regions lies in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to the frontier ethnic

regions． The inter－provinci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romoted by CPC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the

basic feature of this integration policy． Therefore，the policy of pairing－up aid to frontier ethnic regions can

be regarded as a national integration polic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 － provinci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pporter and the recipient．

Key Words: pairing － up aid; inter － governmental relations; frontier governanc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ation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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